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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乡贤调解

吴 元 元*

摘 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乡贤调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

要力量。乡贤在所处社会网络中居于枢纽位置,“德望”型乡贤、“能人”型乡贤和“专业精英”型乡

贤构成乡贤的主要类型,其各自独到的内在规定性分别塑造了该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比较

制度能力。乡贤在调解中具有特定的解纷技巧,体现了基层解纷实践的基本规律。由乡贤调解

的复合型功能所决定,乡贤调解从濡化、抚慰、感召等多个层面共同推进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未来,我们应当在理论体系建设、自治规范建设、情理法整合机制建设、人民调解员的组织队伍建

设等维度对乡贤调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案展开积极的探索,持续推进新时代以“枫桥经

验”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治理机制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乡贤调解  乡贤解纷技巧  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秩序建构技术的创造性转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性要

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路径,即应当采取整体主义的视角,全面观照到基层社会治

理可资运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解析不同治理资源各自的内在规律和运行逻辑,以科学的整合机

制使之互相配合、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治理资源的合力效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建设便是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技术变革在基层解纷实践中的重要载体。①

乡贤是社会治理资源的有机构成。作为所在社会网络中的枢纽型要素,乡贤具有独到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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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指出:“完善调解、信访、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

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

制作用”,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角色和共治效能,以及对于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践意义。



度角色功能,具备促进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感召力。而

乡贤调解作为基层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顾情理法

的治理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的投影,是我党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折射,是新时代“枫桥经

验”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推动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具有突出

的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系统性地理解乡贤调解,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的优化发展从而为一线解纷实践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足够的智识支持? 在新时代以共建共治共享

为科学导向的学理观察棱镜下,通过深入解读乡贤角色的基本类型及其内在规定性,剖析乡贤调

解在基层社会解纷实践中的主要解纷技巧,揭示乡贤调解在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复合型功能,

进而提出乡贤调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发展方案,能够全面而细致地刻画出乡贤调解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全景图。这一全景图的充分展示,有助于理论界和实务界从中

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做法并予以理论总结,从而对我国历史上的基层社会治理经

验和我党政法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予以发展和升华,进一步丰富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体系,最终在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促成自治、法治、德治协同共治,为社会秩序建构技术的现代化

转型贡献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在研究范式上,本文将聚焦于乡贤调解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形态和实际应

用效果,基于法律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借助交叉学科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注重深入探究一线解纷

场域中乡贤调解的运行规律和具体展开过程。通过相应机理、机能的挖掘,揭示出乡贤调解在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阐明其得以成功运作的深层次社会因素,由此为乡贤

调解如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深描出相应的作用路径并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

一、乡贤角色的基本类型及其内在规定性

依据“场域—角色—功能主义”的分析进路,新时代的乡贤所嵌入的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全新语境中,这一群体既保留了传统乡贤桑梓情深的

伦理美德,又展现出与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相适应的显著的现代性:乡贤是具有爱乡乐土情怀

的,以其独具的德望、才干和专业技术等优势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并基于这一

社会结构空间的关键区位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显著组织力、动员力和感召力的,能够顺利实现基

层社会秩序建构目标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美德的同时,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嘉品懿行享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和公共口碑;具有丰富的现代知识、专
业技术、市场技能以及文化视野,是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传播者;①热

心公益,具备与基层社会治理运行逻辑相契合的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基层群众自治,能够在基层

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间促成民主协商、平等对话、法治宣传和友好互助。

概言之,新时代的乡贤是“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能够得到乡民认可且愿意奉献并反哺乡

村的贤达人士”,②是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促进自治、法治、德治辩证统一的重要助力。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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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知宜:《新乡贤如何为乡村贡献新力量———对话陈秋强、刘淑兰、王杰》,《农民日报》2023年5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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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宜:《新乡贤如何为乡村贡献新力量———对话陈秋强、刘淑兰、王杰》,《农民日报》2023年5月25日。



承载着丰厚的符号资本,由不同符号资本的内在运行逻辑所决定,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贤主要界

分为“德望”型乡贤、“能人”乡贤以及“专业精英”型乡贤,并分别展示出各自独到的内在规定性。

不过,在实践形态中,以上3种类型的乡贤互有交叉甚或重叠,但为了阐明和凸显不同类型的乡

贤群体所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本文采取了韦伯式的“理想型”分类法,聚焦于不同乡贤群体各自独

具的社会治理逻辑进行类型划分,交叉或重叠部分则不再展开讨论。
(一)“德望”型乡贤的人格价值

以其嘉品懿行而深孚德望的乡贤,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语境下还是在当今基层治理中,都是乡

贤这一群体中的重要类型,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根基,也彰显出当下社会转型

时期贤德作为重要治理资源的价值。“德望”型乡贤身上承载的主要是东方价值观对于“贤”的期

盼和追求,①其所形成的个性化魅力主要是基于道德检验与道德优势的感召力,由此展开的魅力

型治理正是建立在清正的人格、廉洁的操守等价值美德的基础上。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

特的分析理路,人际关联强度是如下界定的:作为常态特征的长时间相熟、情感深厚、关系亲密以

及彼此互惠等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满足。② 循此,在日常生活场域中,交织紧密的社会群体成员彼

此之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强连带关系。乡贤的德望、品行、社会公信力等

要素是高度透明化的,经常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相应地,以价值美德为核心的社会舆

论和公共评价得以渐次扩散开来,形成以价值评判为导向的清誉资本,即“清流”。作为“清流”的
声誉资本,在价值引领、行为指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其本身就是一种榜样和模范,

很容易赢得其他社会主体源自内心确信的服膺和认同。以此为契机,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由尊敬、

钦佩、景仰等情感纽带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而“德望”型乡贤恰恰居于该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

就个人结构位置指标而言,具有突出的中心性。③ 中心性反映的是相关主体的号召力、感染力、

动员力以及情感黏度,是这一社会网络在“德望”型乡贤的积极能动作用下所形成的有机连带程

度,以及彼此合作、和谐共处的意愿强度。
“德望”型乡贤对于营造“爱惜羽毛”的声誉文化甚有裨益。这一文化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亟

须的价值引领、行为规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助推力,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明辨是非对错,坚持正

确的价值观念,形成必要的自律,进而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而对于待决纷争,则有助于促使

相关主体真正明确各自过错/过失,公平合理分配责任。“耻感”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种重要道

德本能,这一本能并非抽象的和无语境的,相反,它的激活需要相应的参照系。④ 正如心理学上

“近邻效应”所揭示的那样,在近距离的模范和榜样面前,人们自身的行为瑕疵总是会被映衬得更

加鲜明突出,羞恶之心更容易被唤醒,形成“一种事关内在性的羞感体验”,⑤进而唤起自律的道

德本能,因此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心理禁忌和边界感。相应地,在道德感召面

·60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2期(总第226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我国古代在社会治理中高度重视任贤使能,留下了诸多关于“尚贤”的经验和智慧,如“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参见《墨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4页;(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

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861页。

SeeMarkS.Granovetter,TheStrengthofWeakTies,78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361(1973).
参见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87页。

对于榜样的力量唤醒自身“耻感”的引领作用,孔子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参见《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9页。

张任之:《羞感伦理何以可能是自律的?》,《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前,纷争所涉主体更容易改变原本相当固执的立场,从“责任不在我”或“全是他人错”的线性思维

中适时抽离出来,并基于对“德望”型乡贤所承载的清誉之服膺转而反观自身行为,反思纠纷矛盾

中的因果关系机理,重新评估纷争中的各自责任划分。由此,“德望”型乡贤的清廉正直的声誉资

本成为一个推动各方客观反思的触媒,其价值引领、行为规范功能成就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服机

制,原本各方胶着僵化的症结得以顺利化解。
(二)“能人”型乡贤的实践智慧形象

“能人”型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以其卓越的实践智慧著称。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

富,“能人”型乡贤在经年累月的实践探索中“习得”了诸多应对基层繁杂事务的技能。① 而这些

技能是一种实践理性意义上的 “无言之知”,其实质是“可以交流但经济上不适于交流的知识”,②

很难通过标准化的方式进行传授和交流。它们深嵌于具体的实践场域,受相应的场域运行逻辑

支配,如果不是长期浸润其中并深刻理解该场域所织就的意义之网,那么这类技艺就很难进入相

关主体的认知结构,并“习得”成为一种牢固的身体记忆。概言之,“能人”型乡贤具有突出的实践

智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受住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考验。因而,他们往往在社会

互动中赢得“能干”“稳妥”“通达”等具有浓重实践理性取向的公共评价和口碑。

与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取向相适应,“能人”型乡贤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通常表现

出热心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公共意识、乐于且善于为基层群众排忧解难等人格特质,因而很容

易成为所在社会网络中的活跃分子。上述特质充分展示出“能人”型乡贤“敢作为,有作为”的形

象,从而使其能够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的秩序型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扮演能动的制度角色,并
以显著的实践理性资本为这一能动角色奠定经验基础,赢得公众基于“稳妥”“可靠”“踏实”等集

体感知而生成的认同,由此形成“精诚团结型”的社群社会资本,并在信任度、凝聚力、动员力等层

面显示出充分的社群优势。③ 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纷争的调处过程中,这一群体往往人情练达、

世事洞明,具体表现如下:具备很好的洞察力和分寸感,足以在细微之处体察到纷争所涉主体的

苦衷或“不得不”;明晓相当一部分基层纷争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于是非对错的中间灰色地带;

擅长寻流溯源,在看似一团乱麻的表象中抽丝剥茧,厘清真正的因果关系之链;能够灵活诉诸特

有的“地方性知识”,运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元素,搭建平和对话的平台,为各方当事人出

“气”(基于利益调整和其他多元矛盾所引发的心理不平或者是情感/情绪冲突)、④要个“说法”
(基于个体视角下的自身独到见解的个性化诉求⑤等提供沟通理性空间);善于运用在长期实践

中“习得”的语境意识,为当事人提出有助于各方长远整体利益的解纷方案;等等。
(三)“专业精英”型乡贤的技术知识优势

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促使乡贤这一范畴的意涵不断拓展。除了在传统层面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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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的方法和技巧,是一种非可言传或难以言传的知识,它们与特定的地点、环境和时间密不可分,是场

域化的知识,必须借助长期的来自一线实践的磨砺锻炼才能逐步“习得”,是一种实践智慧。参见[德]柯武刚、[德]史
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页。

汪丁丁:《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读书》1995年第11期。

参见尉建文、陆凝峰、韩杨:《差序格局、圈子现象与社群社会资本》,《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见陈锋:《“气”与阶层的“生活政治”———基于浙东平镇西村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参见徐梅:《从一个“说法”开始———<秋菊打官司>》,《戏剧之家》2020年第19期。



“德高望重”“人情练达”等指向之外,更有与分工深化相匹配的“专业精英”型乡贤,以其专业知

识/技术的比较优势成为特定社会网络中的重要关节点。基于其知识运作逻辑,在专业技术场域

中,符号资本日益集中在专业从业者手里,这一集中化导致相应的合法性基础的狭窄化,进入相

关场域的技术门槛变高,专业要求增多,相应的声誉机制更容易生成和稳定。① 循此,对于享有

稳定声誉评价的“专业精英”型乡贤而言,他们是信息不对称状态中握有话语权的一方,处于知识

网络的要冲地位。如果缺乏他们的知识对接、勾连、链接,那么以相关专业知识为底色织就的社

会网络就很有可能出现信息流动不畅,频生不必要的摩擦和纠纷,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网络断裂。
就解纷实践而言,如果所涉纷争不是传统的田土细故、家长里短,而是与现代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的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赔偿、商业借贷、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等事项,那么相关主体对于解纷

主体的心理诉求就会从常规的人际信任转变为基于知识、技术的信任,一种对解纷主体因其“术
业有专攻”而生成的信任。

这一信任,与传统意义上社会公众对乡贤基于德望品行、经验阅历等形成的信任不同,它关

涉的情感要素较少,并非社会学所意指的“情感内向程度中心性高”②的所在。尽管从功能的意

义上讲,基于专业分工形成的连带关系能够对社会网络系统的不同部分发挥各局部桥梁的纽带

作用,因而能够为之提供新信息,但是与传统的基于情感支撑的强连带形态不同,按照既往的社

会网络分析脉络,它还是经常被理解成一种弱连带关系。③ 然而,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

究竟是强还是弱,这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而是语境化的所指。“专业精英”型乡贤所具有的

符号资本,是否与其他类型乡贤的比较优势一样,具有显著的动员、组织、整合等能力,能否形成

强有力的有机连带关系,这都需要与特定的场域空间关联起来判断。
知识所生成的权力与空间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特定的专业场域逻辑,催生了“专业精

英”型乡贤的诞生,尽管在他们身上情感元素并不明显,相反总是被代之以“祛魅”程度更深的现

代知识理性。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专业精英”型乡贤汇集了特定专业场域中的信息流,成为

纷争所涉各方理清事实、改变认知、正确确立因果关系的知识依据。如果缺乏这一轴心,那么各

方源于专业鸿沟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症结就无法解开,仍然处于“自以为是”甚至是“自说自

话”的知识屏障后面,缺乏信息中介的不同视域无法融合,致使分歧因无法找到聚焦点而愈发强

烈。而在专业场域逻辑的支配下,“专业精英”型乡贤以其难以替代的知识优势,重塑了相关主体

的认知结构和信任心理,重新造就了另一种以知识为纽带的紧密关系。在这一紧密关系中,“专
业精英”型乡贤的符号资本是一种强资本,所生成的关联是另一种智识意义上的强连带,其中的

交织紧密程度不亚于传统乡贤借助情感认同、归属等所形塑的社会网络的结合密度。

二、乡贤调解在基层解纷实践中运用的主要解纷技巧

乡贤调解在一线解纷实践中的顺利运转,有其固有的基本规律。只有深入探究乡贤解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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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明晰其中基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生动地勾勒出该解纷模式的技术路线图谱,
才能够科学认知乡贤调解的基层社会治理意涵何以可能,并由此探知该解纷模式在实践运作中

能否成功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进而落实源头治理的价值目标追求。
本部分学理分析所使用的案例材料主要来自作为“枫桥经验”典型代表之一的品牌人民调解

工作室———“老杨调解中心”———的调解案例。“老杨调解中心”(其前身为“老杨调解工作室”)由
荣获“全国人民调解专家”等重大荣誉称号、新时期“枫桥经验”传承人、诸暨市当地著名乡贤杨光

照牵头创立,是乡贤调解组织化建制的成功探索,解纷效果在当地有口皆碑,成为新时期人民调

解“枫桥经验”的先进样板。① 该调解中心案例所展现的乡贤调解工作技巧,是协同共治的政法

策略运作的重要结晶,对于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一)熟稔“地方性知识”,以“懂乡”奠定纷争化解的信息基础

乡贤的“懂乡”,蕴含了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基于空间而生成的知识优势。这里意指的空间,并
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更是一种文化功能的指向。“乡”,是价值的意义之网,其间连缀着

诸多符号密码。如非深嵌其中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互动中砥砺磨炼,就难以“习得”个中三昧,这
个“乡”也就无以成为承载特定价值期待和情感/心理意涵的文化符号。社会主体能够被归入乡

贤的范畴,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满足“懂乡”之意涵指向。乡贤是从“乡”这个特定的意义之网中

成长起来的,对于他们而言,它是独特的“这一个”。他们经由浸润其中的探索试错,渐次“习得”
了诸多“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实践理性。这类实践理性是对于所处意义之网的谙熟和“随心所

欲不逾矩”式的娴熟运用,是费孝通意义上的“习”:“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

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② 易言之,乡贤首先是以“乡”立基,只有谙熟并能娴

熟运用附着于“乡”的诸多“地方性知识”,也就是“懂乡”,乡贤作为基层治理和纷争化解中的重要

本土资源才具备了知识论的基础,这也是乡贤调解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信息前提。在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乡贤调解所具有的社会治理意涵都是与特定空间紧密勾连起来的,③都是一种语境

化的界定。
基于“地方性知识”的信息优势,乡贤调解员可以着眼于纷争的深层次根源,有针对性地动员

多元力量并将之积极引入解纷场域,充分发挥联动调解的最大合力。这意味着,人民调解要真正

能够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调解员就必须“懂乡”,不仅要依靠法律,而且应当发挥人情、亲情等多

种元素的积极功能,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以“事半功倍”为目标取向化解纷争。④

在作为人民调解代表性样本的“枫桥经验”中,诸暨市枫桥镇某村村民陈某与赵某因琐事发

生打斗,赵某将陈某打伤并导致其住院治疗。在基本康复后,陈某请求“老杨调解中心”予以调

解。在多次调解中,尽管陈某和赵某都做出了必要的妥协与退让,但因双方提出的赔偿数额具有

较大分歧,故矛盾始终未能化解。事后,了解到双方有一个重要交集,即在同村有一个威信较高、
当过十多年村支书的老干部,调解员当即把握住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巧妙“借力”,
邀请其一起参与调解,最后顺利引导双方愉快地达成共识,一场久拖不决的纠纷终得解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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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干戈为玉帛”。①由此可见,当乡贤调解员经由对“地方性知识”织就的意义之网的深刻体悟,

从而及时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在相应语境中微妙琐细却是对于纠纷解决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信息

时,他们就把握住了纠纷解决的关键枢纽:通过“四两拨千斤”的“借力”策略,适时地将这些枢纽

点所对应的多元治理资源识别出来、动员起来、整合起来,为我所用。也就是说,他们运用自己对

于具有高度地方性色彩的意义之网的谙熟,营造局部的“熟人社会”并适度开掘社群主义逻辑,成
功地拟制出交织紧密且极具认同感的群体。循此,各方主体得以彼此勾连,这种社会连带状态促

使各方在心理上逐步靠近,使得原本或许“绝不让步”“一报还一报”“针尖对麦芒”之类的强硬立

场得以松动,继而转向必要的自我反思与合理让步。

总而言之,出于对“乡”这一文化意义之网的深刻体悟,即谙熟当地情形意义上的“土气”之定

义,②乡贤能够有效避免“各说各话”“不在同一话语频道”的沟通不畅,明悉一方当事人念兹在兹

的诉求根由究竟何在,也知晓另一方当事人锲而不舍“要说法”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更清楚如何

借助各方都认可的共同元素,以此促成沟通理性。正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稔,他们足以成就一

个有效的沟通转化机制,将双方的不同话语都接引到附着于“乡”之上的意义之网上来,在一个具

备“最大公约数”的平台上最大限度地寻求对话的契合点。
(二)凭借公共认可度和认同感,以“服气”塑造集体信任的心理基石

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乡贤,内涵与外延已经大大拓展。按照其不同的比较优势,可以界

分为诸多类型,但其中的精神内核是共同的:所谓“贤”,就是具有较高的公共认可度和认同感,在
所处的特定社会网络中,其他社会主体往往对之投射了尊重、尊敬、赞许、称颂等情感和心理认

知。他们自身的道德威望、人格魅力、实践智慧以及知识/技术能力,常常使之在社会互动中成为

具有权威的一方。而这种权威,与公权力或强制无关,它是基于内心确信而生成的“心服口服”
“心悦诚服”,可以推动基层治理秩序的有效建构和再生产。

在基层治理的日常实践中,诸多纷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没有非此即彼的对错界限,其中存

在大量裁量性元素,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可能对纷争的发生负有责任,也都有可能在纷争中承受

了不应有的损害/损失。可以说,对于多数日常纷争,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规则适用,都注定了其

是一个情理法彼此融合的过程。单一的规则导向或情理导向,都可能无法确定矛盾的根源,即便

在程序意义上完成了纠纷调解,但由于矛盾之症结仍未清除,因此也仍然无法做到“案结事了人

和”。在这个意义上,情理法相融合,是一种值得称许的基层纠纷解决策略,更是重要的指导原则

和基本工作方法。循法、揆情、酌理,都需要以对于相对方的心理认知和心理认同(即“服气”)作
为基础,具备了这一信任的心理机制,才足以感染、打动陷入纷争的当事人。

例如,王某在枫桥集镇经商,与陈某发生经济纠纷。经法院判决以后,陈某以债主身份申请

强制执行。王某请求“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杨光照予以居间协调。陈某在得知由其主持调解后

遂表示:老杨出面什么事都好商量。一起即将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经由老杨调解的“妙手促和”,

顺利得以和解。③ 从基层解纷实践的经验来看,解纷者的年龄、性别、神态、表情、装束和举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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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具体的个人的魅力和人格等相当个性化的元素,都会对当事人的信任心理产生重要影响。①

乡贤所享有的公共认可度和认同感,对于受众心理而言,最重要的是塑造了一种“服气”的接受基

础。这种“服气”是丰富而微妙的心理活动过程,混合了情感、理性、主观、客观等多重元素在内,

有时候甚至不需要逻辑清晰的理由,附着于乡贤的公共认可度和认同感就足以让原本“针尖对麦

芒”的各方各让一步,为后续的对话打开第一道口子。这就是经由“服气”塑造集体信任的心理优

势之所在。概言之,基层矛盾的化解,核心在于说服工作。而说服工作一旦有了“服气”的心理前

提,就不啻是在各方当事人之间注入了润滑剂,促使各方从原本紧张的状态中松弛下来,不至于

僵持在争议不休的状态里而无从破局。
(三)发挥实践理性优势,以深挖矛盾根源的进路达致解纷促和

在纷繁琐碎却又对基层社会秩序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线解纷实践中,彻底息纷止争对于

人民调解员以处事应变为代表的实践能力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乡贤调解之所以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广受欢迎,是因为乡贤群体具有诸多人格特质,他们往往通达、干练、有魄力、有策略,对于

民心民情有精准把握。这些特质需要经由长期的实践磨炼、世事历练才能逐步形成,促使其得以

成型的关键要素在于时间、阅历和丰富的基层社会经验。② 由实践理性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在
纷争调解过程中,乡贤大都善于洞察世态人情,注重运用能动型解纷策略,因而能够准确定位矛

盾纠纷的真正根源之所在,彻底实现劝导、说服、促和的治理目标。

调解待决的基层纷争,颇有一部分其实与当事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或利益相关性,但仍

然出现了相应的社会冲突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基于当事人的情绪化冲动,在“赌气”“气不过”的
怨气驱动下,导致“人活一口气”式的泄愤伤人或报复行为,引发严重社会风险。③。上述纷争,尤
其是涉及“面子”一类的“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争执,其实质在于矛盾根源未能彻底挖除。此时,乡
贤作为调解者,借助有针对性的现场勘查、“送法上门”等能动型解纷策略,与纷争所涉主体营造

出面对面的社会互动空间。近距离物理空间的建构,支撑了认知层面的意义空间的运转。在深

入实地的调研中,乡贤调解员基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实践理性优势得以观察到相关当事人的

个性特质、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等相当个人化的要素,识别时间相对久远却早已埋下日后纷争隐

患的因素,发现本来在调解视线之外却由此导致矛盾升级激化的直接原因,等等。

在诸暨市枫桥镇,聚瑛村村民俞某与马某由于房屋余地地界问题产生纠纷。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矛盾日益加深,马某甚至因此成为老上访户。后双方因菜园地种植树木一事导致打斗。
“老杨调解中心”受理后,着眼于根本性矛盾的化解,及时采取现场勘查、“送法上门”的能动型解

纷策略,在一个月内持续上门调解多达10余次。在深入现场“刨根问底”、全面细致分析案情的

基础上,抓住地界不清这一根源性问题,采取钉桩、拉线、定方位等措施,努力消除双方分歧,成功

帮助双方解开心结,有效恢复了邻里和睦友好。④ 在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乡贤调解员充分调动

其对于人情事理的洞察把握,深挖矛盾根源,准确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及时敏锐地捕捉到纷

争所涉主体在意什么,顾忌何在,是否存在具有特殊意味的“情结”或“软肋”,诸如此类。这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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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通常很难体现在纷争的书面材料中,如果不是深入实地踏勘,借助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展开全

面细致的交流对话,那么它们很容易被湮没在纷繁芜杂的纷争表象之下。恰恰这些元素,很可能

成为成功打开纠纷第一道缺口的、使矛盾得到顺利化解的关键节点。

可以说,着眼于深挖矛盾根源,在实践理性优势的支撑下,乡贤调解员深入纷争现场,展开了

福柯意义上的战略运作,即“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
术、运作”。① 在这一运作实践中,乡贤调解员秉承“事出有因”的因果关系发现准则,有针对性地

延长因果链条追溯和因果关系探寻,使得纷争的深层次根源经由层层追索而得以清晰地展现出

来,为精准解纷奠定准确的认知基础,也为预防纷争再度发生、真正落实源头治理消除风险隐患。

乡贤调解在事实发现层面的上述特点,也是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消除

矛盾根源的解纷思路的实践智慧总结。
(四)整合专业知识和日常话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决新型纷争

与社会组织结构模式和人际“交往—互动”模式的嬗变相适应,人民调解面临的纷争类型也

发生了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纠纷矛盾频繁涉及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侵权、新型商业合同、

物业争议等领域,法律和其他相关专业知识日益成为解纷促和的重要依据,并且在相当多的时

候,成为纷争解决的核心权威之所在。案件类型的重大变化,使得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
民调解员的技艺都发生了相应的重要变革。

正如“任何权力行使都必定伴随知识,都必定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②对于上述类型的纷

争,由于专业分工造成的信息鸿沟,因此知识对于权力的生成意义更为凸显。一方面,乡贤作为

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解纷权力能否顺利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这类新型纷争解决成功与否,又并不仅仅取决于调解员的专业技术理性。由基层社会

治理的场域逻辑所决定,乡贤调解过程是一个专业理性与日常理性交汇融合的过程。担任人民

调解员的乡贤必须能够有机整合专业知识和日常话语,进而有效改变各方当事人因专业分工而

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架设起信息互通互融的桥梁。

以新型纷争所涉及的一种重要专业知识———法律———为例,由于其内在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法律与同样可以作为人民调解依据的习俗惯例、自治章程等社会规范相比,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

活显得有些“隔”。此时,如何把抽象的法律规定直观化、具象化,使之作为纷争调处的权威依据

能够一望即知、一听就明,这是对乡贤调解员说法、释法、普法能力的检验。在具有示范效应的

“枫桥经验”中,“老杨调解中心”充分运用生动、立体的具象化手段,有针对性地围绕人身损害赔

偿等高发案件,将极易引起争执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计算方法等一一梳理归纳出相应的法律

规定,并贴墙展示。一目了然的视觉效果,其对于各方当事人认知转变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若当事人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基础或法律常识,难以理解法律等抽象规定,则有针对性地采

取“以案说法”的范例模式,从而借助生动鲜活的案例,帮助当事人切实认知、具体领会纷争的争

点所在及其所涉及的利害关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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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批评与自恋:读书与写作》(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

参见汪世荣、朱继萍:《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在整合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在内的专业知识和日常话语的乡贤解纷努力中,循循善诱、耐心教

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之所在。例如,江西籍民工陶某与枫桥镇工业园区一位冯姓老板发生纠

纷,冯某左眼被陶某打伤,经法医鉴定,已经构成轻伤。起初陶某尚未知悉自身行为的严重性质,
并认为同车的怀孕妻子受到惊吓,冯某应该对此履行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虽然经多次协商,但
是双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矛盾开始升级。“老杨调解中心”受理纠纷后,即对陶某展开了耐心细

致的普法教育,用通俗明快的语言明确指出轻伤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若陶某还没清楚意识到

自身所作所为则可能涉嫌犯罪这一严重的性质认定,一旦入刑,考虑到陶某妻子已经怀孕,那么

这一法律代价对于夫妻俩可谓高昂。其间,以谈话教育、心理沟通展开依法疏导和普法工作的解

纷方法贯穿始终,经由扎实的群众思想工作,双方的心结得以打开,“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也随

之缓和。最后,在乡贤调解员经由思想教育的解纷努力下,陶某三次起身向冯某道歉,而谅解后

的冯某考虑到陶某及其妻子的具体情况,不但减少了赔偿数额的诉求,还将一部分赔偿款用于陶

妻的营养费,彻底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治理目标。①

在这一定分止争的过程中,乡贤调解员以其能动的制度角色,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积极

展开“以案说法”。他们紧扣纷争的具体事实细节,有针对性地将之与法律规定相比照,辨法析

理,促使相关当事人切实认识到法律规范的行为指引究竟为何,其所作所为与法律规范相关指引

的偏离之处与偏离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的具体形态。经由调解员的引导教育和思想

工作,原本抽象的法律范畴变得立体、具象起来,相关当事人能够切身体会到所关涉的各项法律

要素对于自身利益诉求的具体意义,从而在“实打实”的解纷实践中感受法律、认知法律、“习得”
法律。可以说,借助普通当事人“听得懂”“能理解”的谈话教育方式,深入浅出地帮助各方厘清对

于事实认定、责任划分等的模糊认知,这一解纷策略使得普通当事人不会因为与相关专业知识的

心理距离相对遥远而陷入认知盲区不自知,从而为彻底解决纷争奠定良好的认知基础。

三、乡贤调解在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复合型功能

乡贤调解以这一精英群体的德行、才干、专业技艺等优势为依托,借助其特有的公共声望和

集体认同,在实践中有效地定分止争。基于上述优势,该调解模式充分发挥濡化、抚慰、感召等多

元功能,全面落实自治、法治、德治的辩证统一,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秩序建构,从
而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一)乡贤调解具有独到的濡化功能,有助于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协同共治

在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探索过程中,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辩证统一是重要的治理目标。
如何找寻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对接的通道,如何创设三者的融通机制,如何在生动活泼的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践中及时发现三者的汇合点,促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相辅相成、协力

共进的良性格局,对基层社会纷争化解技术的优化升级提出了重要挑战。
乡贤是广大基层群众中德才兼备的优秀群体,深孚人望,享有显著的“声誉—符号”资本,这

是在基层纷争解决中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辩证统一的重要治理资源,能够为之营造良好的心理

接受基础。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机理,相较于法治而言,自治、德治更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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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体的意识自觉,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自律,因此,更需要唤起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和积极性,以更高层级的价值指向和行为指引作为自我追求。以上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乡贤能

够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履行能动型的制度角色。
“在我们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就有很多人是因为自身在人群中的‘面子’而赢得了群众对他

的认可、信赖与敬畏,从而获得了在纠纷中的引导力与话语权”,①乡贤或基于德望,或基于才干,
或基于专业知识/技术,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拥有充分的“面子”,从而构筑起了足够坚实的“服
气”机制。正是缘于这一“服气”,纷争调解中的相关当事人在进入调解场域之前就已经具备“认
同—接受”的“前见”,对于乡贤担任的人民调解员不会有太多的心理抵触。这时,乡贤可以凭借

他们的威信/权威,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同时,发挥特有的教育功能,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对相

关当事人予以严肃批评,进行相对严格的道德规训。因此,在功能的意义上,可以说,“所谓调解,
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② 就当事人而言,基于乡贤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威信,他们的心态此时是

对之开放的,处于一种乐于倾听、吸纳的心理状态。尽管乡贤调解员在展开道德规训之际,为实

现深层次的彻底解决纷争、促成合作、淳化风气等目标,会策略性地使用外观上颇为严厉的话语,
但是在“服气”机制的作用下,当事人非但不会觉得乡贤调解员说话“不中听”,反而能够及时理解

调解员的良苦用心,心有灵犀地认识到“这是为我好”,领悟到看似严厉的批评教育话语背后的关

心和爱护。在这一由“服气—接受”造就的默契之下,人民调解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纠纷解决的过

程,更是一个推动道德濡化的教育和规训过程。而“新乡贤参与道德治理,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心悦诚

服”的推进过程中渐次渗入当事人的认知结构,逐步生根发芽从而凝化升华为自律自觉,最终促

成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整合。
(二)乡贤调解具有突出的抚慰功能,有助于彻底解决纷争

“气不过”“意气之争”在基层治理中往往是引发、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而如何“理气”“顺气”
则成为调解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懂乡”且“贤”是乡贤优势的内在规定性,是各方当事人内

心服膺的权威之所在。乡贤调解较之于其他类型的调解,其突出的比较优势就在于作为调解员,
他们对于当事人所具备的特有的威信和后者由此而自然生成的信赖感。④

在这种威信和信赖感的认知/感受支配之下,在待决纷争进入调解场域之际,乡贤的“在场”
就可以舒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令其当即获得“被认真对待”的切身感受,这就为调解的顺利开

启做好了初步的心理铺垫。在当事人开始表述各自的看法、观点、诉求之时,乡贤的“懂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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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工作法律实务丛书》编写组编:《心理学在人民调解实务中的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

第51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9页。

汪世荣、褚宸舸:《“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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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事人高度信任中的特有优势。因征地纠纷,该市直埠镇的信访当事人赵某成为老上访户。通过大调解平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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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5人均是原任或现任市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离退休村主职干部等,属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常见的乡贤。

在上述“点单式”调解的当事人选择中,乡贤所承载的威信、权威和说服力可见一斑。参见汪世荣、朱继萍:《人民调解

的“枫桥经验”》,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贤”使之成为当事人高度认可甚至是相当信任的倾听者。由于各方能够畅快陈述自己的“说
法”,因此纷争所涉信息得以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原本由于信息不对称所生成的“暗物质”也借此

浮现出来。在这个沟通空间中,纠纷矛盾的因果关系逐渐明朗,起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各执一词渐次融合,开始按照乡贤调解员的引导逐渐相互靠拢,以此凝聚共识、弱化分歧。在

这个意义上,乡贤及其符号资本所具备的威信/权威以其出色的情绪抚慰功能,巧妙地推进了纷

争相关事实的查明与确证。

在事实查明和确证的基础上,“情绪抚慰—打开心结—促成对话—寻求共识”的进程进一步

深化。由于“懂乡”,调解员谙知纷争所涉的“地方性知识”,这为后续解纷实践的顺利进行奠定了

第一块信息基石;由于“贤”,调解员获得了当事人因信任尊重而乐于接受的心理基础,这是话语

策略得以成功运作的认知前提;由于“懂乡”且“贤”,调解员能够及时洞悉当事人的情感/利益牵

系之所在,恰到好处地触动他们的“敏感点”,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解纷实践中,乡
贤调解员或者借用一个拟制的伦常/辈分关系,以此唤醒当事人的身份认同,自然而然地使之意

识到“让他三尺又何妨”;或者借助一个基于“近邻效应”的生动比对,从而使得当事人直观认识到

整体利益之所在,理性衡量得失利弊;或者充分运用权威/威信,有针对性地对当事人展开必要的

法律父爱主义实践,为之构设当下看似未必有利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取得双赢或多赢效果的解纷

方案,并促使各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随着这一过程的渐次深入,当事人对附

着于乡贤调解员的魅力型治理的亲身体验感在不断优化:“从风趣到练达,从练达到机智,从机智

到‘使欣赏者无法抗拒’”,①从而产生了显著的抚慰效应,有助于彻底解决纷争。概言之,乡贤调

解的抚慰功能对于纷争调处而言,能够及时有效地“理气”“顺气”,如果这一功能得以充分发掘并

运用得当,那么对于基层治理的秩序建构和再生产将会产生“巧治理”的重要意义。
(三)乡贤调解具有显著的感召功能,有助于推广落实基层普法工作

国家社会秩序建构技术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广大的基层社会在治理实践中应当注重法律

的规则之治,形成应有的法治思维,塑造坚实的法治意识。可以说,普法工作的功能性意义不言

而喻。并且,普法工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宣传策略、话语艺术和运作实践技术。而乡贤调解中乡

贤群体所展示出来的“懂乡”且“贤”,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

乡贤或者熟知所处特定社会网络中的“地方性知识”,或者精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技术知

识,而“任何权力运用都必须了解和知晓权力运用的对象是谁,权力运用的场地如何”,②因此在

这个意义上,担任调解员的乡贤能够成功地解纷、化怨、促和,首先是具备了相对于各方当事人的

知识维度上的权力。与此同时,乡贤调解与魅力型治理紧密相连,乡贤的符号资本和人格魅力,

赋予其特定的“政法—社会”治理意涵,尤其是具有丰富政法从业经验和出色政法工作成就者,他
们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法律的威信,是具有足够可信度的说服者,享有充分的权威,而卓有声誉

的权威在说服力、感染力和动员力等层面往往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③ 乡贤群体的威信和口碑

深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服膺,此时他们的话语选择、行为举止、神态表情等都会对当事人产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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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力,进而产生法治的感召力。
循此,在调解启动之际,乡贤调解员能够巧妙地把握节点,根据调解待决纷争的具体语境,以

日常寒暄、话家常或者是普及专业基本知识等话语方式,先为当事人的认知展开进行必要的铺

垫。在当事人建立起初步的信息准备之后,再适时将法治话语引入当事人的认知结构,使其顺乎

自然,不至于因为与法治话语的突然遭遇而引起抵触心理。在认定事实之时,不是机械地按照法

律规则的标准确立因果关系,僵化地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由来生硬地划分责任,而是借助各

方当事人基于信任的心理机制,依凭自身的知识/信息优势,将道德、情理、习俗、惯例融入法治话

语,甚至在必要时将法律意义的因果关系巧妙地以其他形态的话语机制展示给相关当事人,使其

能够真正了解、理解并接受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在日常解纷实践中,“文学化”就是常见的

话语转化技巧之一。① 普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它是在鲜活生动的法律实践(包括但不限于

各种纷争解决)中经由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和社会公众的真实观察而逐步得以推广落实的。如果

法治话语与当事人的认知结构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那么法治话语就失去了相当难得的让自身

生动立体地直观展示出来的良机。因此,要充分运用人民调解这个法治宣传的“原乡”,乡贤调解

员建立在“懂乡”且“贤”的基础上的不同话语形态的转化/融通能力就相当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法

治能否从话语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以及如果能转化的话转化的程度如何。

四、乡贤调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发展方案

共建共治共享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社会秩序建构的时代任务对于基层治理

技术变革提出了崭新的挑战。乡贤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组成,充分展现了社会

治理中出色的“东方智慧”,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助力器,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具有

显著的助推意义。循此,应当紧扣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主题,科学定位发展趋向,在理论体系建设、
自治规范建设、情理法整合机制建设、人民调解员的组织队伍建设等维度对乡贤调解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方案展开积极的探索,全面深化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聚焦乡贤调解的实践智慧升华,积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体系建设

乡贤调解是人民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特色独具的一种调解模式。它的独到之处

在于,乡贤所承载的以公共声望为代表的符号资本具有突出的组织、动员、整合能力,对于矛盾纠

纷的调处进而对于基础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发展,具有很好的亲和性和感染力,是一种足以实现

“巧治理”的“地方性资源”。那么,对于这一具有独到比较优势的“地方性资源”,如何实现有效升

级,塑造适应现代化转型的乡贤文化和附着于其上的调解技艺,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更加丰

富多元、优质高效的社会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应当着眼于声誉等符号资本的内在规定性,科学

解读乡贤群体特有的制度功能以及这类制度功能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构成性意义,对乡贤调解

在一线解纷场域中所展现出来的实践智慧予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将之提炼为可借鉴、可推广的

人民调解操作指南,进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展开相应的理论体系建设,则是乡贤

调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丰富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题中应

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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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调解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一线经验。这些充满实践理性的经验,如果没有

经过科学的总结提炼,那么将无法为乡贤的符号资本提供稳定的附加值,也无法为乡贤文化建设

提供崭新的动力源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作为人民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调解的关键意涵

在于“引导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治理,培养主人翁意识,培育民主和法治精神,促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① 因此,应当着眼于方法论的视角,把人民调解的基础性、基层性和

乡贤文化基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价值”元素有机整合起来,以乡贤调解经验知识的普遍化、
一般化为目标,注重深入挖掘其中的方法论意涵,挖掘其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文
化—价值”之维和深层意义,注重适时推动相应的理论建构。易言之,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使之得以实现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质的一跃”,从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

社会建设的“实践论—认识论”的重要探索。在具体操作上,需要深入观察和理解乡贤调解中的

知识形态和表达模式,深刻认识到应当“越来越多地吸收、融合中国传统的善治文化及社会治理

经验”,②从乡贤调解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和实践理性中抽象出相应的理论逻辑,以现代学术话语

将之予以系统化,并凝练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和科学的原创范畴。循此,在当下的人民调

解文化建设和乡贤文化建设的融合中,应当具备足够的理论意识自觉,充分认识到乡贤调解对于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构成性意涵,在讲好“调解故事”
“乡贤故事”的同时,更要注重阐明“故事之知”、升华“故事之理”。

(二)确立乡贤调解的变革着力点定位,适时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治规范建设

人民调解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援引包括但不限于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章程等自治性规

范。这一规范适用上的特点,对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深化群众民主自治都产生了显著的推

动效应。易言之,积极借鉴“枫桥经验”的实践智慧,重视相关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上述社会规范

的能动作用和自治功能,以此推动公民积极行使民主权利以及切实参与公共事务,是优化基层社

会治理相当重要的一环,对其具有不可或缺的普遍指导意义。③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基

层自治规范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是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探索的重要切口。其间“乡贤在参与治理中参与健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以及自治章程

等制度,自觉与基层自治制度对接”,④而人民调解援引乡规民约或社区公约,正是基层群众大力

弘扬首创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建构基层自治秩序的鲜明体现。乡贤调解作为人民调解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应当鼓励乡贤在纷争化解的过程中,
紧密结合待决纠纷矛盾所关涉的“地方性知识”,语境化地研判当事人的“说法”“出气”以及其他

相关利益诉求,恰当援引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章程等,既能达到有针对性地解纷、化怨、促
和,又能在解纷实践中“实打实”地观察、检验乡规民约等自治规范的可适用性。经由上述实践砥

砺,乡贤调解员应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发现不足,并以其特有的感召力扩大自治规范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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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课题组:《“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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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世荣:《“枫桥经验”视野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供给研究》,《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汪世荣、褚宸舸:《“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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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公众认同,进一步夯实基层群众对于自治规范的心理接受基础。

乡贤的重要内在规定性之一在于“懂乡”。作为人民调解员,他们谙熟待决纷争所处的场域

逻辑,对于乡规民约、社区公约或行业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是否与之相匹配,能否为当事人提供行

为规范评判和价值指引,往往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因此可以有效检验乡规民约、社群公约以及行

业章程等自治规范的设计是否符合基层治理的实际需要。当前,乡规民约等自治规范对于国家

法律规范的模仿程度较高,针对基层群众自身需求的“原创性”相对不足,这导致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自治规范的“自治”意涵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规范功能。因此,自治规范的设计应当切实

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以充分的语境自觉对基层群众需求做出相契合、相匹配的制度因应。

正是乡贤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熟稔,对于乡风民俗的洞察,对于所处特定社会网络的语境化意义

的体悟,才使得他们在自治规范的调解适用中更容易对乡规民约等自治规范进行深入细致的观

察检验,适时为自治规范建设进行纠偏,构筑相应的深化机制。

乡贤的另一内在规定性在于“贤”。以“贤”生成的公共信任心理作为基石,人民调解就不仅

仅是一个纷争解决的过程,更是一个濡化、教育、规训的过程。其中,乡贤调解员不断转换制度角

色,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扮演”,从倾听者到调解者,从调解者到管理者,从管理者再到教育

者,①甚至可以转化为具有一定权威教化意味的、拟制的亲缘长辈。多元角色彼此切换、互为补

充,产生了显著的能量聚合效应。这足以对当事人产生基于情感感染的支配力,极大地减少自治

规范适用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隔阂、不满和抵触,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自治规范建

设,从而促使乡贤调解作为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体现,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挥更为显

著的能动作用。
(三)凭借乡贤调解的价值融贯,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情理法整合机制建设

着眼于基层纷争的彻底解决,调解在基层治理中的有效展开是一个情理法互通互融且能够

使得各方当事人心悦诚服、息纷止争的“说理—论证—说服”过程。如何根据制定法、社会规范的

不同制度能力,结合解纷语境有针对性地对之予以交替互用,既落实纠纷解决,又实现规则治理,

从而凭借乡贤调解的价值融贯,有机整合情理法,这是乡贤调解的内在规定性的生动体现,也是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有效协调法治需求与乡贤调解功能发挥的相互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一方面,基层纷争经常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形态,关涉诸多琐屑俗常的细节和“地方性知识”,

不乏“张家长,李家短”式的枝枝蔓蔓,却又总是在关键节点制约甚至是决定了纷争的最终走向。

如果机械地坚持“法律中心主义”,忽略了“在制定法之外,实际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形态的规范模

式,稳固、运作着社会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秩序”,②那么原本“权利—义务”边界清晰的制定法规则

就很可能在繁杂的纷争事实面前败下阵来,难以找到用武之地;或者是只能对纷繁琐细的纠纷矛

盾进行切割裁剪,使之机械地匹配制定法的“权利—义务”分配格局。以上诸种情形,既不利于纷

争的彻底解决,也不利于法律权威在基层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确立。制定法规则无法在有待

调处的纷争中得到有效适用,这会影响到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在内的广大基层群众的法治预期,

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减损法治应有的权威;而对纠纷事实的过度裁剪,则无异于削足适履,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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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事实样态的本来面目,非但无法及时挖掘纷争的真正根源,反而有可能导致积怨叠加、矛盾

激化,与人民调解的初衷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基层矛盾化解的“乡土叙事”,未能及时注意到在现代化转型进程

中,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社会纷争都日趋复杂,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都在日益增强,法治叙事已经

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心目中定分止争的客观、权威标尺,①如果在应当依法裁断的情境中仍然采

取单一的“社会规范至上”,那么将很容易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从而被诟病为是非不分

的“和事佬”,失却人民调解应有的公平、公正。尽管从形式上看调解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以一方

利益损害为代价,这将会为矛盾的再次爆发埋下后患,可能造成矛盾反复,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酿
成恶果”。② 而法律由于具有清晰明确的“前提条件—行为模式—责任后果”的结构模式,以自身

固有的客观、中立、标准以及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规范体系中具有独到的功

能优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重要的权威来源之一,是新时代彻底消除矛盾的关键之所在。
乡贤调解应当借助法律这一标尺,便利地凝聚各方当事人的共识,弱化歧见,促使各方的判断和

预期不断向着法律确立的聚点靠拢,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认知重叠区域。在这个意义上,依
法调解、融合情理,势必成为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当然的解纷模式选择。

与之相适应,科学高效的乡贤调解实践应当在哈特意义上法律“确定性核心”③的地带,以清

晰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协调各方当事人预期的参照系,为各方当事人确立正确的因果认知,建立

合理的预期。易言之,在这一核心区域,法律规则成为各方当事人认知的聚点,他们将以之为参

照系判断孰是孰非,并在“风险—责任”的分配上以此为基准展开协商,落实规则治理。而在“非
确定性边缘”④区域,按照哈特的分析理路,“法律会形成某种适当开放性的结构,在开阖之间会

产生出裁量的余地”,⑤因此在解纷实践中,对于这一相对外围的地带,乡贤调解需要巧妙地突破

法律的形式理性要求,甚至在必要时适度地“超越法律”。即应当将各种有可能影响、决定纷争走

向的事实细节予以通盘考量,有针对性地回应各方当事人提出的不一定能够被纳入法律规则范

围但可以在情理之中解决的各种“说法”,有效满足他们相当具体、语境化的要求,促使他们达成

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在根源上消除矛盾,真正实现定分止争。
(四)借助乡贤调解的品牌建制,大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队伍建设

乡贤所承载的以良好声誉为代表的符号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文化资产。乡贤调

解有别于其他形态人民调解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符号资本所特有的感召力、动员力和说服

力,这些特质以其独到的魅力,成功地推动了自治、法治、德治的辩证统一。其中,以声誉为核心

的符号资本具备了重要的品牌功能,对于基层社会公众的认知具有指向性和聚焦功能,使得待决

纷争的当事人对于乡贤调解员的调解努力和调解方案认可度高、美誉度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

纷、化怨、促和。在这个意义上,应该着力于乡贤调解中以声誉为代表的符号资本的逻辑运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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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深刻洞悉公共声誉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是建立相关品牌,①借助乡贤调解的

品牌建制,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队伍建设打开崭新的空间。

以调解成效显著的乡贤调解员作为组织核心或带头人,建立品牌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实际

制度操作中多以该乡贤名字命名),经由组织的建章立制和稳定的程序展开,能够有效启动符号

资本的源源不断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类调解工作室大都已经成为所在区域的“免检产品”或“驰
名商标”,具有显著的标识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加快推动人民调解的品牌化建设进程。② 品牌人

民调解工作室的建立及运作,是声誉的组织化建制和实践。通过这一组织化过程,声誉不再随着

乡贤个体的变化而波动,即便乡贤因年老、健康、工作变动等原因而不再活跃于人民调解第一线,

他们所积累的宝贵的符号资本也不会流失消散或湮灭。相反,由于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的组织

化功能———“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组织的生命力可以是无限的”,③它们被制度化地固定下

来并得以进行稳定的扩大再生产,继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载体。这样一来,乡贤调解员的

以声誉为核心的符号资本就不再仅仅是基于个体的人格魅力发挥作用,而是成为一种以组织为

依托的品牌存在,能够持续有效地扩大辐射范围和影响深度。

同时,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建立和建设也有助于乡贤调解员调解技艺的传承与发扬。④

出色的乡贤调解员在长期的解纷实践中探索砥砺出丰富多彩、生动鲜活、具有切实因应性的纷争

解决工作方法和操作技术。这些技巧具有浓厚的实践理性色彩,是实践智慧的结晶,如果能够得

以推广传授,那么对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发展,进而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都会产生重要

的推动作用。在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运行之下,乡贤调解员和工作室其他成员紧密结合形成

共同体,以乡贤调解员作为核心,工作室其他成员作为重要参与人展开团队式作业。这一调解运

行模式,对于更多地以实践智慧形态出现的调解技艺而言,是一个科学高效的“传授—学习”平
台。因为,对于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的“无言之知”而言,其薪火传承需要经由“师徒相传”来“习
得”。在乡贤带领的调解过程中,工作室的其他成员得以聆听乡贤调解员的口传心授,更可以凭

借“面对面”“近水楼台”等机会,近距离观察、体会、揣摩、思考乡贤调解员如何发现纷争症结之所

在,如何能动地回应当事人争执不下的“说法”,如何巧妙运用实践智慧促使当事人“顺气”“化
气”,等等。耳濡目染,长时薰修,“在场”的优势使得乡贤调解员的调解技艺生动鲜活起来,以相

当直观具象的形式展示在学习者面前,后者得以充分感同身受,切身体悟,这一“现场教学”契合

实践理性的内在规律,是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在调解技艺传承发展上的独到优势。

五、结 语

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基层社会秩序建构技术必须实现

“创造性转化”。乡贤群体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积极参与一线纷争解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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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顺利实现调解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传、带、帮,实现薪火传承,成为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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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发展中扮演能动角色,恰恰是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化建设优化升级,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

统一,最大限度发挥协同共治的合力效应的新时代治理技术创新。基于其独具特色的组织力、动
员力和感召力,乡贤往往在其所处社会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享有突出的公共声望。在现代性的

意指层面,“德望”型乡贤、“能人”型乡贤和“专业精英”型乡贤各自独到的内在规定性分别塑造了

该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比较制度能力。乡贤调解具有特定的解纷技巧,反映了基层解纷实

践的基本规律。借助乡贤作为精英群体的德行、才干、专业技艺等核心优势,乡贤调解具备了复

合型的制度功能,从濡化、抚慰、感召等多个层面共同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着眼于基层社会

治理技术的时代变革趋势,应当在理论体系建设、自治规范建设、情理法整合机制建设、人民调解

员的组织队伍建设等维度对乡贤调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案展开积极的探索,全面深化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概言之,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乡贤调解的内在原理

及实践图谱,生动体现了在依法调处、坚持法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循法、揆情、酌理,
以“案结事了人和”彻底实现基层治理中“和合”的重要价值目标,充分展示了如何全面挖掘多元

治理资源,以合力共进、协同共治实现系统性的治理目标。乡贤调解必将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独特的“这一个”。

Abstract:Asanorganiccomponentofdiversified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themedia-
tionbylocalelitesisanimportantforceinthemodernizationof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
Localelitesoccupyapivotalpositionintheirsocialnetwork,thetypeofvirtueandprestige,the
typeofcapability,andthetypeofprofessionalismconstitutethemaintypesoflocalelites,and
theiruniqueinternalregulationsrespectivelyshapethecomparativeinstitutionalcapabilitiesin

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Intheprocessofmediation,localeliteshasspecificworkingtech-
nicsthatreflectthebasiclawsofgrassrootsdisputeresolutionpractice.Determinedbyitscom-

prehensiveinstitutionalfunctions,themediationbylocalelitesjointlypromotestheconstruction
ofgrassrootsdemocracyandtheruleoflawfrommultiplelevelssuchasnurturing,comforting,

andinspiring.Inthefuture,weshouldmakeeffortstoactivelyexploresolutionsforoptimizing
innovationinthe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throughthemediationoflocalelitesinthecon-
structionoftheorysystem,autonomousnormssystem,themechanismofemotion,reasonand
law,andtheorganizationofpeople’smediators,thuscontinuouslypromotingthe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ofsocialgovernancemechanismstypicallyrepresentedbythe“FengqiaoExperi-
ence”inthenewera.

KeyWords:diversified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mediationbylocalelites,dispute
resolutiontechnicsoflocalelites,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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